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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历经了波浪式的发展历程。 文章结合社会机制相关理

论对此过程进行梳理， 发现生育政策的变迁伴随着社会机制的不断调整， 表现为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以 “行政—计划”、 制约模式为主， 逐渐转向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 “指导—
服务”、 保障模式为主。 当前， 生育政策开始跃出单纯行政命令的简单模式与范畴， 在社会

机制的关照之下， 将单一的制度性力量柔化为隐含于整体社会架构之下， 通过多层面的制度

外力量， 协调国家人口意识与个人生育行为之间的空隙， 从而为人口发展提供和谐力量。
关键词： 生育政策； 社会机制； 变迁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２４ 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 － ４１４９ （２０１４） ０６ － ０１１９ － ０８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 ４１４９ ２０１４ ０６ ０１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５；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１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 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建国以来生育政策变迁与社会机制研究” （１２ＹＢＡ０１６）。

作者简介： 黄娟， 历史学博士，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 Ｊ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１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ｗａｖｅ ｔｙｐｅ．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ｇｕｉｄｅ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ａｐ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９１１·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作为人口大国， 如何协调人口、 资源、 发展间的关

系， 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 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 出现了适应性调

整。 学界从社会需求的层面论证生育政策的实效与价值， 关注的多是生育政策制定的宏观社会环境，
但对政策的具体运行模式、 政策与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研究却鲜有涉及。 本文在分析社会机制与生育

政策理论关系的基础上， 尝试从历史视角出发， 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和运作模式的不

断变化之下生育政策调整的具体形态， 进而从社会机制变化的背景和条件来分析生育政策不断完善应

有的价值取向。

一、 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为了充分说明社会机制的调整与生育政策的变迁， 首先要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 从而为评

价二者的现实互动确立标准尺度。
１． 生育政策的实践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实现

所谓社会机制， 就是社会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律动或惯性作用联系， 这种作用联系通过一定的作用

形式表现出来， 形成系统的综合效应［１］。 社会机制是构成社会系统的纽带， 是社会系统产生综合效

应的重要条件。 任何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机制的衔接才能发挥实际效应， 并且一经形成就会出现惯性作

用。 社会活动对社会体制的影响、 社会体制对社会活动的影响， 都通过社会机制来实现。
生育制度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以生育行为为调整对象， 但生育行为受到自然环境、 社会习俗、 养育

环境、 医疗保障、 竞争就业等诸多其他结构的影响， 因此， 生育政策的实践及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势必

通过社会机制的运行才能实现。
２．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变迁会引发互动性的调整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并非静止， 而是不断地做出适应性调整。
生育政策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社会机制通过联系作用， 协调联系各个有机部分。

当社会机制的运行模式发生改变， 各个部分的关系也势必发生变化， 从而发生适应性调整。 因此， 社

会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势必会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从而引发生育政策的变迁。
生育政策的不断变迁也必然引起社会机制的不断调整。 随着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 它与其他社会

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随之调整， 在这种互动过程中， 社会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促成了

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促成了社会机制运行模式的不断转变。
３． 社会机制调整的目标是减少生育政策产生的摩擦和代价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 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矛盾， 生育政策

其实就是协调个人生育行为和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 而社会机制调整的目的就在于在一定的社会

条件下协调矛盾、 平衡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 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都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 从而表现阶段性

特点。 生育政策作为协调个人生育行为与社会人口发展的制度补偿， 终因制度的外在性带来一定的社

会摩擦和代价； 社会机制则通过不同结构之间的联动利益， 协调这种摩擦从而减少社会代价。
社会机制和生育政策均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不论是社会制度的完善还是生育政策的调

整， 既需要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持也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 最终将外在的生育政策融合进社会有

机整体当中去， 推动社会机制不断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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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的互动

１． 从 “行政—计划式” 向 “指导—服务式” 转变

生育政策内容包括国家意识指导下的各类相关法规， 涉及管理和执行政策的机构部门， 以及从事

技术研究和提供服务的部门。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生育政策的不断提出与完善以来， 尽管价值导向仍是

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 但运行的社会机制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

来 “行政—计划式” 逐渐转向八九十年代的 “指导—服务式”。
“行政—计划式” 的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一整合起来并使之

运行和发展。 “行政—计划式” 的机制一般包括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划指标、 制定章程、 统一拨款， 以

及由其检查、 审核、 评估等方式， 这种形式是计划经济时代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机制形式， 因此也成

为 ２０ 世纪生育政策运行的重要模式。
“指导—服务式” 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方式和服务的形式将社会各部分统一起来使之运行发展的

模式。 在这种运行模式中， 管理者主要是提供方法、 信息及服务， 被管理者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进

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生育政策开始跃出单纯行政命令的简单模式与范畴， 权力逐渐开始在其他领域泛

化， 开始通过一种柔性的、 隐形的引导模式改变过去单纯硬性的、 显性的政策指导模式。
（１） 法规政令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共中央出台和颁布了一系列干预人口生

育的政策， 尽管从政策导向上看有所区别。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３ 年， 以限制节育为主； １９５３ 年以后计划生育

政策初步提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展开以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为重点的计划生育试点， 到七八十年代

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 以计划生育为主。 但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所颁行的生育政策法规政令均是以

干预生育行为为直接目的的显性政策。 据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 内容统计来看，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９ 年， 中

共中央发布的相关文件有 ３６ 份， 全国人大发布的有关文件和法律为 ３４ 份， 国务院发布有关文件和法

规 ２５ 份， 共计 ９５ 份［２］。 此 ９５ 份文件法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类： ①分析计划生育对国民经济、
农业发展的影响， 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 ②具体规划计划生育工作， 包括各省市计划生育工作

安排、 科研工作及经费开支问题、 避孕流产药具研制与生产问题等； ③有关人口变动及抽样调查工

作。 这些政策或是探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 或是构筑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 并结合人口调

查来反映政策的实效， 比较完整地勾勒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体核心结构， 因此也都是直接服务于控制

人口、 计划生育这个终极目标的。 这一阶段的法规政令， 从结构层面来看还处于构建强制性的制度性

力量； 从内容层面来看， 几乎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的， 生育从个人行为转变成为带

有国家意识和色彩的社会化行为， 甚至被当成一种资源进行了集中配置。 因此， 这一阶段的生育政策

以高效率态势， 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生育政策出现显著变化。 从

政策本身来看， 不再局限于该不该生、 生几个、 何时生的问题， 而是开始渗透到相关领域， 并立刻得

到了其他社会结构的信息反馈， 产生联动效应。 由于前期积累，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 生育政策从

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新颁布生育政策法规的数量

有所减少， 但从内容上看， 却与此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不仅关注控制人口的数量， 更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 二是强调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从提高妇女地位和

解放妇女身心的角度， 探讨生育政策在女性权利、 妇女发展方面的隐形作用； 三是把计划生育与扶贫

攻坚工作相联系， 实现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 解决贫困的现实联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的生育政

策， 开始突破控制人口数量的单一目标局限， 从其他社会结构和功能中联系和挖掘生育行为的隐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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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出生育政策不断走向一种成熟和完善， 更反映出生育政策是社会有机整体当中

的一个部分， 不能被隔绝和独立起来， 不论其完善还是推行， 都必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 比

如儿童教育、 妇女地位、 扶贫开发， 等等。 实际上这种变化只是一种现象， 其背后真正的动力在于，
社会机制有效地将生育政策与社会肌体进行了联系， 生育政策不仅扎根在这个肌体之上对人口发展产

生了直接的影响， 而且开始辐射一些相关的领域。
（２） 管理机构名称与职能的变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由中央人民政

府卫生部管理， 未设专门机构， 节育宣传和技术管理工作由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妇女卫生处负责。 为贯

彻落实 １９６３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准的 《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 提出的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的

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要求，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 至 １９６４ 年底， 全国共有

２５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行政领导机构， 共有专职人员 ２０００ 人左右［３］。 其主要职责是

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 检查和促进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 协调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合作。 后来

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停止工作。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 ６ 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１７ 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负责统一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督

促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 协同国家计委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

年度计划； 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 协同卫生、 医药部门落实节育措施、 科学研究和

药具生产供应； 承办有关计划生育的外事工作等。 随后， 全国有 ２８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于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４ 年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 到 １９８６
年底， 全国有 ２４２７ 个地区 （市）、 县 （市、 区） 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６２０３０ 个乡 （镇、 区、 街

道） 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４］。 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网络， 并依托这个比较完

整的体系高效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８ 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 尽管机构设置和职能没有

多大变化， 但缩减了行政编制， 人员减少 ２１％ ①。 ２００３ 年，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 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其主要职责为： ①继续承担

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 ②加强人口规模、 趋势、 素质、 结构等人口和计划生育重大问题的战

略性、 前瞻性研究， 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③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 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 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

展［５］。 首先， 从职能转变来看，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比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注重人口结

构的优化和生殖健康、 优生优育工作； 其次， 从转变的目的来看，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仅将

控制人口作为唯一的目标， 还开始认识到人口结构的合理、 人口质量的优良才是一国人口发展所追求

的目标； 再次， 机构改革还增设了科学技术司， 从理论层面和实践角度为优化人口结构提供技术支

持［６］。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生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单位， 它的几次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调整，
既是生育政策的硬件调整的过程， 也是生育政策的社会机制从单一的 “行政—指令式” 向 “指导—
服务式” 转变的重要结果。

（３） 科学研究与服务重点的变化。 ２０ 纪世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

点主要集中在避孕药具研发、 流产以及结扎手术改进。 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 均是直接服务于节制生

育的显性政策。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内容和重点均有明显的变

·２２１·
① 数据来源：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 ［Ｍ］．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６９２ － 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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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亦是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单一的 “行政—计划式” 向 “指导—服务式” 转变的表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我国的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既不能适应计划生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又不能满足

广大群众的要求， 因此， 中共中央、 国务院强调加强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转 《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 明确指出： “加强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 保证手术质量， 努

力研究安全、 有效、 简便、 经济的避孕方法”， 并成立了计划生育科研专题委员会［７］。 此后， 计划生

育科学研究主要围绕避孕方法及药具的研发、 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的改进而进行。
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开始探索新的内容， 即开展优生优育工作以提高

人口的质量。 首先， 明确优生优育是实现计划生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在

《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中提出： “要大力开展生殖生理、 优

生 （就是不生育有残疾的婴儿） 和节育技术的科研工作， 培养大批合格技术人员， 做好节育技术指

导、 妇幼卫生和儿童教育工作， 以保证节育技术的安全， 减少出生有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婴儿［８］。” 其

次， 展开了优生优育的科普工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全国各地举办了 ５６ 场优生科普展览， 参观人次

超过 ２０００ 万， 举办优生知识竞赛和有奖征文活动， 开展优生咨询服务， 等等， 并制订规划， 推动优

生工作的持续开展。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部署下， 制定了

《计划生育一九八六至二零零零年科技发展规划设想提纲》， 明确指出： “应以预防性优生研究为主，
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出生缺陷的监督工作和人口质量的群体调查， 摸清中国人口素质的基本情况， 找

出智力低下和智力缺陷的各种疾病原因， 为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为了制定和执行 《优生

法》， 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 还要加强医学遗传学、 环境致畸学、 围产医学的研究［９］。”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推出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 同时开展试点工作， 并

总结了重要的经验： 在开展优质服务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不断健全和完善生育

政策法规体系， 对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规范化、 标准化管理， 保证服务质量； 以技术服务为重

点， 依靠科技进步， 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要求， 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依托政府有关部门、 社会各个部

门通力协作完善服务［１０］。
主管生育的部门机构的更名与改革在一定层面反映出生育政策运行机制从 “行政—计划式” 向

“指导—服务式” 进行转变。
２． 从 “制约机制” 向 “保障机制” 转变

制约机制是指用制约的手段和形式发挥制约的功能， 将社会各个机构联合起来， 包含了行政制

约、 法律制约和舆论制约等多种形式。
保障机制是指用保障的手段发挥激励的功能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潜能， 发挥引导作用，

从形式看包括了提供物质条件、 提供观念导向、 提供政策支持和管理服务三种形式。 保障机制既是社

会机制不断完善的结果， 也是从需求满足的角度实现功能引导的一种管理思维和模式变更的结果。
（１） 从政策限制到经济利益导向。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为推动生育政策实施，

政府还将生育政策与个体经济利益挂钩。 一是提倡晚婚晚育。 卫生部 １９６３ 年 《关于认真开展计划生

育的方案》 中提出： ①中等、 高等学校招生， 一般不录取已婚男女； ②中等、 高等学校学生， 在学

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 ③分配工作不照顾爱人关系； ④已婚在校生应实行避孕， 怀孕女生应立即休

学； ⑤厂矿、 企业、 事业和服务行业的学徒、 练习生， 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 现已结婚的青年

学徒应实行避孕， 如怀孕应即劝令退学［１１］。 招工方面， 晚婚者也享有优先照顾。 这些政策的目的在

于控制初生年龄， 对实现晚婚晚育起到了辅助作用。 但作为独立的个体， 因生育而丧失就学、 招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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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个人的其他权利显然被压缩。 二是对违规超生实施惩罚。 １９８２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

《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违规超生， 要给予适当惩罚， “国家干部和职工、 城镇居

民， 计划外生第二胎的， 要取消其按合理生育所享受的医药、 福利等待遇， 还可视情况扣发一些比例

的工资， 或不得享受困难补助、 托幼补助。 对农村社员超生的子女不得划给责任田、 自留地； 或对超

生子女的社员给予少包责任田， 或提高包产指标等限制” ［１２］。 这些政策虽出于特殊社会环境， 但无疑

损害了因超生而遭受经济制裁的家庭公平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
进入 ２１ 世纪， 生育政策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从孤立的 “就计划生育抓计划

生育” 向 “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 从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结合。 实现两大转变

的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基本形成综合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 二是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控体系； 三是基本形成宣传教育、 综合服务、 科学管理相统一

的基层工作机制［１３］。
第一， 在西部地区开展 “少生快富” 扶贫工程工作。 ２０００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在南部西海固山区开展了 “少生快富” 试点， 从单一的处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为主。 具体做法是：
在贫困地区对按政策规定可生三个孩子而自愿少生一个的， 符合政策只生女孩的， 采取永久性节育措

施的夫妇给予一次性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元的经济奖励； 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 并

与扶贫开发的项目相结合。 这次尝试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３ 年，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协调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 促成中央支持宁夏 “少生快富” 扩大试点项目经

费的落实， 并将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中。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财政部、 国

务院扶贫办下发 《关于在西部地区开展 “少生快富” 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意见》， 推广了这一做法。
仅以 ２００５ 年为例， 宁夏就有 １８９９９ 对夫妻申请参与 “少生快富” 扶贫工程， 兑现奖励资金 ５７６８ ７ 万

元。 宁夏、 青海、 云南三省从项目试点开始至 ２００４ 年底， 少生 ２３ １ 万人， 落实奖励 １３ ６ 万户， 兑

现奖励资金 １ ７ 亿元。 这一政策仍在向其他省份推广， 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甘肃、 湖北、 内蒙

古、 海南、 四川等省， 惠及更多家庭［１４］。
第二， 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贵州省余庆县委、 县政府下发

《关于印发 ＜余庆县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两女结扎户享受优惠政策实施办法 ＞ 的通知》， 同年 １０ 月，
《农村独生子女户、 二女结扎户养老金管理使用办法》 颁布， 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的农民在年

满 ６０ 后， 每人每月发放 ４０ 元生活费， 这一制度广获好评， 成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的雏形。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财政部 《关于开展对农村

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
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 夫妇年满 ６０ 周岁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

金进行奖励扶持， 按每人年均不低于 ６００ 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 直至亡故。 已超过 ６０ 周岁的，
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 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确定合理比例共同负担，
纳入专项资金预算。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财政部下发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 （试行）》， 对推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据估计，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自行试点省 （区、 市） 共有奖励扶助 １０７２５２ 人， 奖励扶助专项资金预算 ５６７３
万元， 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 ２００５ 年， 国家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 ２３ 省， 奖励扶助对象达

１３５ 万人， 中共和地方财政投入奖励资金 ８ 亿多元； ２００６ 年中央财政加大力度， 进一步扩大奖励扶助

制度实施范围， 并基本覆盖全国， 目标人数为 １８５ 万人， 投入专项资金 １１ １ 亿元［１５］。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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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 既是新的社会环境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通过生

育政策真正实现控制人口的客观必然， 还是社会制度与社会机制不断完善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 计划

生育政策只有适应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适应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资源配置、
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机制和服务体系， 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２） 从孤立政策到配套政策逐步完善。 我国的生育政策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实施以来， 逐渐形成

一套独立的法规体系。 １９７８ 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 “国家提倡和推行计

划生育。” １９８２ 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实行计划生育，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１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 经历了研究、 起草、 修改、 完善， 为形成计划生育专

门法体系走出重要一步。 国家还公布实施了系列法律法规，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提供辅助和配套性

支撑， 强化和明确公共调控人口目标， 同时， 计划生育政策依托最高法权体系成为控制人口生育的最

高权威。 但这段时期生育政策的制度完善， 仍然是以政策本身为中心。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生育政策开始构建更全面的运行机制， 配套政策不断完善。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再次发出 《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强调完善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 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 企业、 医疗、
社会保障、 户籍、 劳动、 教育、 财税等制度和改革措施， 要统筹考虑， 相互协调， 有利于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 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建设， 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落实对实行计

划生育家庭的奖励和优惠政策； 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 ２００３ 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 （区、 市）
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在 １９ 个市 （区） 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２００６ 年试点扩展到全

国。 此次综合改革的重点就是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 其中特别强调在城市计生工作中， 积极推动建立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 在农村， 开展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

社会保险试点工作， 逐步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三、 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变迁过程， 这种变迁是在与社会活动互动的过程中发生

的， 伴随着社会机制的微妙变化， 这些影响和变化不但是我们客观评价生育政策的新视角， 也是我们

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的新起点。
第一， 社会的发展带动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生育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完

善， 社会才逐渐形成一种协调的有机体， 而非机能模块的简单堆积。 将各个不同功能模块有效联接的

不是单纯的制度的力量， 恰是社会机制的作用。 当社会发展程度不高、 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时候， 个

人的生育意愿或行为与社会需要的人口发展趋向和模式之间存在落差， 我们只能用强制性的制度进行

补充和调整。 但是， 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时， 生育行为更多地从个人的行为

演变成一种社会的效应， 必然受到很多层面的影响， 比如养育成本、 子女教育、 职场竞争、 养老保

障， 等等。 用来约束生育行为的便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 而是受到社会这个有机体多方面

的影响。 因此， 我们看到， 社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机制运行方式的改变， 并通过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展示出来。
第二， 生育政策的运行必须通过社会机制发挥作用。 生育政策和其他一切制度性政策一样， 是对

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外化的力量。 要让制度所蕴含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得到认可和执行， 就必须让政策

能够有效发挥力量和效果。 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并进是我们制定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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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的宗旨和目标。 但如果仅仅依靠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力， 不仅不能让人们理解政策的本意而

且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社会机制恰恰是协调制度性政策和政策对象的润滑剂， 它既能够让人们在鲜活

生动的现实当中感受政策或者制度的合理性， 还能通过利益的连贯性， 触动人们进行更深层面的思

考， 从而不断调整内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 使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之间的间隙不断缩小。
第三， 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必须以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为基础。 我国的生育政策历经 ６０ 余年的检

验， 已经在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协调资源配置、 缓解世界人口压力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具体形势的不断变化， 生育政策势必需要作出新的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开始实施的 “单独二孩政策” 可以说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生育政策出现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这种

调整也正是在社会机制的不断完善之下进行的。 社会机制的完善， 其实指的是在社会这个有机体内，
既要让各个零部件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要兼顾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 而这种协调性正是社会机制

最重要的使命与价值。 当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发展速度和利弊关系均可以得到有效调节的时候， 社会

机制其实便起到了统筹各类资源的枢纽作用， 能够最大程度地衔接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的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外发布， 其中提到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

的政策”， 已经显示出生育政策新的调整取向。 对比， 或许社会机制与生育政策之间的规律能为我们

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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